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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政策界的

广泛关注。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创业激励政策希望推动经济增

长。 因此,本文聚焦于创业与经济增长这两个重要议题,实证分析城

市创业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国内市级行政单位每年的

创业数据及经济增长数据,选取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政策作为外生冲

击,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证明了创业水平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随

后,通过双重差分分阶段检验比较了创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间变化

规律,并进行了渠道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工作补充了创

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同时也能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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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增速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但区域发展不均衡

的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因此,解决这

一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错综复杂,
自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以来,创业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受到学

界的广泛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创业激励政策以希望推动

经济增长,例如 2013 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公司法修订决定的实缴制改为

认缴制政策。 因此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创业水平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增长?
针对这一问题,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就是日本“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经济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增长,当时有许多经济学家预测日本的人均 GDP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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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会超过美国。 然而在 1991 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停滞不前,而美国经济则得益于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再次遥遥领先。 关

于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解释就是日本创业水平的变化。 创业水平上升是二战

后日本经济崛起的重要驱动因素(Stone,1969),然而 20 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日本

创业乏力,其国内创业率由六七十年代的 6%至 7%下降到九十年代的 3%(van
 

Acht
 

et
 

al. ,2004),落后于其他所有经合组织国家(Karlin,2013)。 Liang
 

et
 

al.
(2018)也认为,尽管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原因并不完全明确,但创业停滞是

重要的原因之一。
关于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大

多认为创业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Acs
 

et
 

al. ,2018;Bosma
 

et
 

al. ,2018;Nurmalia
 

and
 

Muzayanah,2020)。 创业可以通过促进知识溢出(Mueller,2006;Audretsch,
2007;Braunerhjelm

 

et
 

al. ,2010)、创造就业机会 (陈刚,2015;Glaeser
 

et
 

al. ,
2015)、促进市场竞争(Hopenhayn,1992,2014;李坤望和蒋为,2015)等机制来促

进经济增长。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Acs
 

et
 

al. ,
2008;Du

 

and
 

OConnor,2018;Lafuente
 

et
 

al. ,2020),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创业会对

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Ferguson,1988;Blanchflower,2000)。
在国内“双创”政策背景下,本文细化至中国市级行政单位对这一重要问题

的研究进行补充。 本文通过启信宝抓取各城市每年的创业数据,创业数量的定

义参照全球创业观察(GEM)所定义的成立时间小于等于 42 个月的企业数量。
为了克服 OLS 检验在识别因果方面的不足,本文选取实缴制改成认缴制政策作

为外生冲击,主要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对城市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

行探究。 本文将政策前后创业水平增加较大的城市确定为实验组,增加较小的

城市确定为控制组,并根据政策前的其他市级特征将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倾向

得分匹配,以保证两组之间的平行趋势。 本文发现认缴制政策之后实验组和控

制组的 GDP 增速均有所下降,这与我国经济增速整体换挡回落相一致,但实验

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相较于控制组更少。 之后,本文进行双重差分分阶段检

验以比较创业对经济增速的影响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发现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

的 GDP 增速变化主要于政策后第 2 年至第 3 年产生显著差异。 本文还探究了

创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并找到了创业能够促进知识商业化开发以实现其经

济价值的证据。 随后,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排除本文结论是由特

定的数据处理或定义方法所推动的可能性。 最后,除双重差分检验之外,本文

也通过工具变量检验证明了城市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
本文与以往的研究相比,主要具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创新点。 第一,首次利

用外生的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政策来对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长进行双重差分检验。
与之前的研究方法相比,双重差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首先,双重差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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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排除同时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存在的与创业水平和经济增速相关的而

被遗漏掉的趋势,例如实验组和对照同时经历的经济周期;其次,双重差分方法

有助于建立因果关系,因为它是围绕创业的外生政策进行的测试,该政策可以

影响创业水平进而影响 GDP 增速;最后,类似于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可以控制

那些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存在的政策前后固定的未被观测到的差异。 总体而言,
由于认缴制政策直接影响创业水平,而且围绕该政策的创业水平变化在不同城

市之间存在横截面差异,因此研究认缴制政策引起的创业水平变化之后的 GDP
增速变化,为该话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拟自然实验。

其次,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创新点在于首次使用中国所有城市的全样本创业

数据对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该数据的第一个优点是没有 GEM 等

抽样调查所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 目前很多研究使用 GEM 问卷调查数据,但
由于 GEM 在一个国家内仅对几个城市开展调查,且没有根据城市大小对样本

量进行调整,因此 GEM 数据可能会由于抽样调查而带来样本选择偏差,而且对

于研究我国省市创业情况也有所不足。 本文所用数据的第二个优点是包含了

我国所有城市所有类型创业企业的完整数据。 由于 GEM 数据无法揭示国内不

同地区在创业态势上的差异,中华职业家企业家协会(CPEA)根据 GEM 的定

义,开发了衡量我国区域创业态势的指标,同样将成立时间不长于 42 个月的企

业视为创业企业。 但由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中仅可以获得私营

企业数据,无法找到其他类型创业企业的数值,且统计区间均以年为单位,因此

CPEA 指数具体通过过去连续三年累计新增的私营企业数计算地区创业水

平。① 目前在国内创业情况的研究中,较好的数据来源便是使用私营企业数来

衡量创业水平,且多细化至省级维度(如李宏彬等,2009)。 因此,为了克服《中
国统计年鉴》中仅可以获得新增私营企业数以及只能获得年度数值的缺陷,本
文基于 GEM 的创业定义从启信宝公司提取所有地级市每年末小于等于 42 个

月的企业数量,从而衡量创业水平。 本文希望克服现有研究的不足,对市级行

政单位的创业水平进行更直接、更充分、更准确的刻画。
下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 1 部分对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第 2 部分描述本文相关数据,第 3 部分展示实证检验的方法和结果,第 4 部分进

行总结。

1　 文献综述

1.1　 创业、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

　 　 创业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可以追溯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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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ow(1956)采用 1909—1949 年间的美国经济数据对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进行估算,发现劳动力和资本只能解释其中的 12. 5%,并将导致经济增

长的其他因素归结为技术进步。 不过,Solow 并没有对技术进步给出内生解释,
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外生因素(Solow,1957)。 Solow 开创性的研究引发了很多关

于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技术进步到底是外生还是内生因素的讨

论。 20 世纪 80 年代后,以 Lucas(1988)、Romer(1986,1990)等为代表的新增长

理论开拓者对技术进步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创建了一套正式的内生增

长理论。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技术进步是

内生于经济活动之中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内生增长理论

认为,知识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与劳动力和资本一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
且由于其公共品属性,其他个体和组织也可以通过知识溢出效应获益,从而促

进经济增长。
然而在实践中,高知识投入不一定带来高经济增长,这一被称为“知识悖

论”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欧洲很多国家。 Glaeser
 

et
 

al. (1992)较早提出了“知识过

滤”假设,即实践中存在很多阻碍知识进行商业化应用的阻力。 由于知识具有

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的属性———不确定性、非对称性和转移成本 ( Arrow,
1972),因此不同经济主体在识别和评估新知识预期价值时存在分歧,使得很多

具有潜在价值的新知识未得到开发,知识过滤也是其必然结果。 知识过滤程度

越高,商业化的新知识越少;若降低知识过滤程度,即使知识存量水平较低,仍
可以创造更多的商业化知识,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

为了将知识过滤程度最小化,开展创业活动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

(Audretsch
 

and
 

Lehmann,2004)。 由于知识过滤存在,未被开发的新知识可能对

其他经济主体而言具有较高的价值预期,这些经济主体可以吸收“漏出”的知识

进行创业,既有组织未被开发的知识过多时就会成为衍生创业的温床(Agarwal
 

et
 

al. ,2004)。 或者,在研发者之间,研发成果受到质疑也会加剧内部摩擦,从而

导致一些研发者自行创办新企业(Klepper
 

and
 

Sleeper,2005)。 此外,也有研究

人员运用大学或科研机构中的新知识创立企业,通过商业化开发实现知识的经

济价值。 Etzkowitz(1998)指出,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被视为经济

增长的助推器,但只有具备良好的创业环境才能使之成为现实。 Mueller(2006)
也指出,创业是决定知识过滤程度的根本因素,有助于促进知识的流动,有助于

提升经济主体对知识的识别、吸收和开发能力,从而不断催生创新成果来推动

经济增长。
很多研究针对创业、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Acs

 

and
 

Plummer(2005)发现与现有企业相比,创业企业更加有助于降低知识过滤,将新

知识进行商业化开发。 Acs
 

et
 

al. (2006)则将创业视为促进知识溢出的一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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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通过对 18 个 OECD 国家的创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创业有助于促进经济增

长。 Braunerhjelm
 

et
 

al. (2010)表明促进创业是促进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的重要

工具。 Audretsch(2007)也指出,作为知识溢出的渠道,创业可以作为中间一环将

新知识与经济增长进行连接,因此创业可以促进知识溢出,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1.2　 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其他机制

并不是所有的创业活动都基于新发现或新技术,很多仅仅模仿现有商业活

动的创业同样可以创造经济价值。 因此也有很多研究从其他方面研究创业影

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比如创造就业、市场竞争等方面。
一些研究聚焦于创业、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创业可以通过自我

雇佣来创造就业,提高整体就业率。 其次,部分创业企业可能会改造甚至颠覆

传统行业,催生新兴产业出现,从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和就业机会。 Acs
 

and
 

Armington(2004)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发现创业水平的差异与地区就业增

长的变化正相关。 Glaeser
 

et
 

al. (2015)运用美国城市数据表明创业提升了就业

率,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发展的差异。 Carree
 

and
 

Thurik(2008)将创业

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短期对就业和经济发展影响较小,中期有负向影响,但长

期对就业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 Baptista
 

et
 

al. (2008)基于葡萄牙的数据

也得出创业与就业增长正相关,但存在八年滞后期。 陈刚(2015)也运用中国调

查数据研究发现,创业有利于培育社会创新、增加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政府管制

却抑制了创业。
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创业、市场竞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创业活动有助于

推动更多的企业参与竞争(Garvin,1983),竞争一方面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更多创

新,另一方面可能淘汰部分落后企业并使生存企业更加专注于擅长的细分产品

领域,从而提高整体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Porter(1990)认为竞争比垄断更

有助于知识的外部化,企业数目增加会刺激竞争,反过来企业间更加激烈的竞

争也有利于新公司进入。 Hopenhayn(1992,
 

2014)建立模型证明新企业进入能

够促进市场竞争与新技术采用,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并提高生产率。 李坤望和

蒋为(2015)以制造业为例,发现市场进入率与经济增速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其中市场选择效应与学习效应是市场进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微观机制。

1.3　 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具体关系

除研究创业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及机制之外,大量文献直接对创业与经济

增长的具体关系进行讨论,大多发现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关性,但具体

关系尚存在一些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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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发现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例如 Beugelsdijk
 

and
 

Noorderhaven(2004)使用自我雇佣率作为创业指标,分析了欧洲地区的经济

增长差异,发现创业是导致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 Glaeser(2007)基于美国

数据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创业有助于解释美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1970 年的创

业水平可以预测该城市未来三十年的人口和经济增长。 Li
 

et
 

al. (2012)也发现

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Acs
 

et
 

al. (2018)支持了创业

生态系统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Bosma
 

et
 

al. (2018)构造生产性创业,并发现生

产性创业有助于经济增长。 Nurmalia
 

and
 

Muzayanah(2020)采用 2008—2013 年

印尼 33 个省的面板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衡量创业活动,发现创业对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作用。 庄子银(2003,
 

2005)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式,分别强调企业

家的模仿活动和技术创新,发现拥有较多企业家的经济会有更高的经济增长

率。 李宏彬等(2009)利用中国 1983—200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

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创业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Van

 

Stel
 

et
 

al. (2005)研究发现,对于一些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
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无法建立简单的线性模型,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受

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Wennekers
 

et
 

al. (2005)使用 GEM2002 年的数据,对
OECD 国家的创业数据与经济增长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发达经济体

中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Acs
 

et
 

al. (2008)则研究发现,创业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或 U 型,而是一种类似 S 型的正相关关系。 Du
 

and
 

OConnor(2018)则发现创业并不总是有利于经济增长,早期创业比例并不是经

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新产品创业和改进型创业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贡献。
Lafuente

 

et
 

al. (2020)在国家层面的研究发现创业会影响经济效率,但该影响在

不同国家具有异质性。 甚至还有部分研究得到了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向

关系。 Ferguson(1988)研究了硅谷创业水平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很多创业

企业由于缺少结构性指导,相互分割及知识溢出问题严重,知识产权得不到保

护,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 Blanchflower ( 2000) 则利用 1966—1996 年 23 个

OECD 国家的数据进行检验,也发现创业会抑制经济增长。

2　 数据描述

2.1　 数据来源

　 　 本文各市级行政单位每年的创业企业数据由启信宝提供。 启信宝从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法院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 100 家

网站提取官方数据,涵盖了全国 2. 1 亿家企业及社会组织机构数据,覆盖超过

5000 个信息描述字段和 600 多亿条动态商业数据,通过 743 个维度透视企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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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行业。 全球创业观察(GEM)将经营时间不超过 42 个月的企业定义为创

业企业,GEM 调查数据由于科学性、专业性和严谨性成为国际创业研究领域中

最为权威的创业调查数据(叶文平等,2018)。 叶文平等(2018)、郑馨等(2017)
以及 Liang

 

et
 

al. (2018)均使用 GEM 数据进行研究,将经营时间不超过 42 个月

的企业定义为创业企业。 因此,依照 GEM 对创业企业的定义,本文根据企业工

商注册信息抓取各市级行政单位每年末注册时间小于等于 42 个月的企业数

量,定义为城市创业水平。
本文的变量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 GDP 增速(GDP_

growth),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情况。 本文解释变量为创业水平(Entrepreneurship),
由 GEM 所定义的小于等于 42 个月的企业数量来进行刻画。 本文的控制变量

为常住人口(Population)、人均 GDP(GDP_PC)、农业占 GDP 比重(GDP_argi)、
失业率(Unemployment)、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Education)、财政收入(Fiscal_
revenue)以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 的比例(Loan_to_GDP),分别表示人口

规模、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教育水平、政府规模以及信贷规模

这些可能影响 GDP 增速的其他市级特征。 在构建信贷规模变量时,本文参考

Huang
 

et
 

al. (2020)将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 GDP 水平构造比值,从而更客观地

反映信贷水平。 此外,由于市级层面的教育水平在现有数据库中无法获得,因
此教育水平变量为省级指标。 本文也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市级层面的科教支

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当地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因为该变量衡量了当地的

教育投入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教育水平。 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结

果的稳健性,本文也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市级层面的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规模的

代理变量。 GDP 增速、GDP、人均 GDP、农业占 GDP 比重、失业率及常住人口数

量来自于万得宏观数据库,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通过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则来自于

EPS 数据平台。 数据时间范围均为 2010 年至 2017 年。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性质 变量名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GDP_growth GDP 增速×100

解释变量 Entrepreneurship 小于等于 42 个月的企业数量,衡量创业水平,单位为家

控制变量

Population 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衡量人口规模,单位为万人

GDP_PC 人均 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单位为元

GDP_argi 农业 GDP 占 GDP 比重×100,衡量经济结构

Unemployment 失业率×100,为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

Education 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100,衡量教育水平,为省级数

Fiscal_revenue 财政收入,衡量政府规模,单位为亿元

Loan_to_GDP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 GDP 比例,衡量信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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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到各市级行政单位每年的 GDP 增

速平均为 11. 55%,中位数为 10. 90%,不同城市之间差异较大,5%分位的城市

GDP 增速为负,95%分位的城市 GDP 增速超过 25%。 各市级行政单位的平均

创业数量为 30093. 88 家,中位数为 13375 家,市级异质性同样较大,5%分位的

城市创业数量仅 700 余家,95%分位的城市创业数量超过 10 万家,99%分位的

城市创业数量甚至超过 32 万家。 各市级行政单位每年常住人口的均值为

406. 91 万人,中位数为 329. 45 万人;人均 GDP 的均值为 44376. 93 元,中位数

为 35764. 50 元;农业比重的均值为 13. 62%,中位数为 12. 84%;失业率的均值

为 3. 08%,中位数为 3. 14%;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的均值为 10. 30%,中位数为

9. 67%;财政收入的均值为 207. 38 亿元,中位数为 90. 94 亿元;金融机构贷款余

额占 GDP 比例的均值为 90%,中位数为 74%。 为统一变量数量级并克服变量

有偏性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后续回归过程中对所有数值型变量进行对数

处理,包括核心解释变量创业水平以及控制变量中的常住人口数量、人均 GDP
以及财政收入等变量。①

表 2　 描述性统计

N Mean Std. P1 P5 P25 Median P75 P95 P99

GDP_growth 2754 11. 55 9. 02 -19. 15 -1. 34 7. 19 10. 90 16. 92 25. 04 32. 42

Entrepreneurship 2944 30093. 88 66371. 42 94 771 6058. 5 13375 26574. 5 106703 323387

Population 2466 406. 91 337. 89 20. 30 49. 63 208. 67 329. 45 534. 20 927. 72 1604. 47

GDP_PC 2668 44376. 93 29102. 08 9068 14193 24694 35764. 5 55986. 5 103235 146518

GDP_argi 2736 13. 62 8. 74 0. 59 2. 06 6. 93 12. 84 18. 62 28. 97 42. 48

Unemployment 2084 3. 08 0. 74 1. 22 1. 82 2. 50 3. 14 3. 67 4. 11 4. 31

Education 2960 10. 30 3. 41 4. 73 6. 31 8. 00 9. 67 11. 94 16. 25 19. 11

Fiscal_revenue 2310 207. 38 457. 73 12. 38 21. 20 49. 77 90. 94 182. 78 671. 34 2252. 38

Loan_to_GDP 2307 0. 90 0. 57 0. 29 0. 40 0. 58 0. 74 1. 01 1. 97 3. 12

3　 实证检验

3.1　 OLS 检验

　 　 为了检验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首先进行了如下所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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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OLS 检验:
GDP_growthi,t = α + β1Entrepreneurshipi,t + β2populationi,t +

β3GDP_PC i,t + β4GDP_argii,t + β5Unemploymenti,t +

β6Educationi,t + β7Fiscal_revenuei,t + β8Loan_to_GDP i,t +

μprovince(city) + μyear + εi,t (1)
　 　 各变量含义如前文所述,为了控制年份时间趋势及省级或者市级异质性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分别加入省级固定效应 μprovince 和年份固定效应

μyear 或者市级固定效应 μcity 和年份固定效应 μyear。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OLS 关系

GDP_growth

(1) (2) (3) (4)

Entrepreneurship
0. 136 0. 268∗∗ 0. 059 0. 084

(1. 12) (2. 08) (0. 41) (0. 59)

Population
-0. 610 14. 603∗∗∗

(-1. 01) (4. 15)

GDP_PC
0. 540 15. 162∗∗∗

(0. 71) (8. 59)

GDP_argi
0. 115∗∗∗ -0. 095

(3. 31) (-0. 73)

Unemployment
-0. 276 0. 871∗∗

(-1. 09) (2. 25)

Education
-0. 169 -0. 148

(-1. 54) (-1. 43)

Fiscal_revenue
1. 331∗∗ 3. 648∗∗∗

(2. 31) (3. 68)

Loan_to_GDP
-1. 038∗∗∗ -0. 958∗

(-3. 06) (-1. 85)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Obs 2738 2738 1664 1664

R-square 0. 55 0. 61 0. 58 0. 68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 3 可以看出,OLS 检验结果并不稳定,这可能是由于创业水平与经济

增速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是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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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反过来影响创业水平;其次是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即可能存在本文没

有捕捉到的变量会同时影响创业水平和经济增速,遗漏变量目前体现在残差项

当中。 下文将通过双重差分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

生性问题的影响。

3.2　 双重差分检验

为了克服 OLS 检验隐含的问题,本节将主要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来探究城市

创业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 Fang
 

et
 

al. (2014)的方法,本文选取的外生

政策为实缴制改成认缴制政策,该政策于 2013 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公司

法修订决定,于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由于该政策大大放松了对创业所

需资金的要求,使得许多有创业想法但是缺乏资金的创业者可以实施创业,因
此政策前后对各市的创业水平形成较大冲击。 由图 1 可以发现政策之后各市

创业企业平均数量以及新注册企业平均数量均显著上升,二者数量增速也均显

著上升,可以体现出该政策对于创业水平的冲击。 本文将政策前后创业水平增

加较大的城市确定为实验组,增加较小的城市确定为控制组,并将实验组和控

制组的其他方面特征进行匹配,从而比较创业水平增加较大的城市及增加较小

的城市之间 GDP 增速的差异。

图 1　 各市平均创业企业数量及新注册企业数量的时间变化趋势

双重差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首先,关于遗漏变量问题,双重差分方

法可以排除同时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存在的与创业水平和经济增速相关的而

被遗漏掉的趋势,例如实验组和控制组同时经历的经济周期。 其次,关于反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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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问题,双重差分方法有助于建立因果关系,因为它是围绕引起创业水平变

化的外生政策进行的测试,该政策可以影响创业水平进而影响 GDP 增速。 最

后,类似于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可以控制那些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存在的政策前

后固定的未被观测到的差异。 但是,双重差分方法并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内生性

问题的影响,即遗漏的变量可能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该影

响还与本文关注的 GDP 增速相关。 总体而言,由于认缴制政策可以直接影响

城市创业水平,且围绕该政策的创业水平变化在不同城市之间还存在横截面差

异,因此研究认缴制政策引起的创业水平变化之后的 GDP 增速变化,为本文提

供了一个拟自然实验。
具体的双重差分设定同样根据 Fang

 

et
 

al. (2014)的方法,将政策出台年份

2013 年记为年份 0,将政策出台前一年 2012 年记为年份-1,将政策实施年 2014
年记为年份+1,-1 年至+1 年的创业水平变化衡量了认缴制政策对于城市创业

水平的影响。 本文计算出所有城市 - 1 年至 + 1 年的创业数量增加值

Δ Entrepreneurship-1to+1,并根据中位数将所有城市分为两组,增加值更高的为实

验组,更低的为控制组。 之后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

配,以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能够成为实验组的概率接近,即其他方面的市级特

征接近。 本文基于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 Probit 回归,实验组的因变量为 1,而控

制组为 0,Probit 模型中包含 OLS 回归中所有的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均为所有

城市-1 年的变量值。 包含这些控制变量的目的是使实验组与控制组满足平行趋

势假设,即政策前两组的其他特征相近,DID 估计值不是由别的因素所驱动。
表 4 中 Panel

 

A 的第 1 列和第 2 列分别展示了匹配前后的 Probit 模型估计

值,因市级行政单位整体数目较少,为了保证匹配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更为相近,
因此主要采用有放回匹配,对无放回匹配在之后的章节中进行稳健性检验。 可

以发现匹配前实验组和控制组存在较大差异,模型整体显著性的 P 值小于 1%;
匹配之后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包含 119 个和 49 个市级行政单位,各个变量对

于是否能够成为实验组均不再具有解释力,模型整体显著性的 P 值降至 0. 793。
Panel

 

B 则展示了倾向性得分及实验组控制组之间倾向性得分差异的分布,可
以发现倾向性得分差异的均值为 0. 005,中位数为 0. 002,倾向性得分差异的最

大值也仅为 0. 044,倾向性得分及差异的分布也体现了匹配的有效性。 Panel
 

C
展示了匹配之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各个变量在政策之前的差异,可以发现各个

变量在政策之前不存在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 Panel
 

C 中不仅检验了

控制变量的差异,也可以发现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GDP 增速在政策之前不存在

显著差异。 整体而言,Panel
 

A 至 Panel
 

C 的检验证明了匹配的有效性,保证了

实验组和控制组其他特征的相似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平行趋势的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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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DID 检验

Panel
 

A:PS
 

match 前后的 probit 回归

Treat = 1;Control = 0

(1) (2)

Entrepreneurship
 

-1
-0. 343∗∗∗ -0. 134

(-3. 40) (-1. 12)

Population
 

-1
-0. 004 0. 004

(-0. 01) (0. 01)

GDP_PC
 

-1
-0. 699∗ -0. 394

(-1. 73) (-0. 84)

GDP_argi
 

-1
-0. 023 -0. 003

(-1. 32) (-0. 17)

Unemployment
 

-1
-0. 213 -0. 112

(-1. 54) (-0. 71)

Education
0. 003 -0. 019

(0. 11) (-0. 59)

Fiscal_revenue
0. 486 0. 293

(1. 48) (0. 81)

Loan_to_GDP
-0. 481∗ -0. 078

(-1. 95) (-0. 25)

Constant
9. 924∗∗ 5. 220

(2. 01) (0. 91)

Obs 209 168

Pseudo
 

R2 0. 080 0. 023

Prob>chi2 0. 004 0. 793

Panel
 

B:PS 分数及差异分布

Obs Min P5 P50 Mean SD P95 Max

PS 分数 168 0. 147 0. 362 0. 607 0. 601 0. 143 0. 828 0. 917

PS
 

difference 119 0. 000 0. 000 0. 002 0. 005 0. 008 0. 024 0. 044

Panel
 

C:政策前市级特征差异

Treat Control Difference T-Value
GDP_growth

 

-1 11. 374 12. 087 -0. 713 -1. 087
Entrepreneurship

 

-1 24854. 61 25349. 29 -494. 68 -0. 065
Population

 

-1 509. 321 419. 121 90. 201 1. 624
GDP_PC

 

-1 45156. 62 45620. 54 -463. 92 -0. 106
GDP_argi

 

-1 11. 676 11. 773 -0. 097 -0. 070
Unemployment

 

-1 3. 034 3. 079 -0. 044 -0. 365
Education

 

-1 9. 735 10. 079 -0. 344 -0. 501
Fiscal_revenue

 

-1 4. 768 4. 606 0. 162 0. 883
Loan_to_GDP

 

-1 0. 842 0. 819 0. 023 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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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nel
 

D:政策前后 DID 统计量

Treat
After-Before

Control
After-Before

双重差分

Treat-Control
双重差分

T-Value

GDP_growth -11. 156 -12. 813 1. 657∗∗∗ 3. 926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图 2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平均 GDP 增速平行趋势图(-3,+3)

双重差分检验的时间窗口同样依据 Fang
 

et
 

al. (2014)的方法,选取(-3,+3)
即 2010 年至 2016 年共 7 年的时间窗口,之后我们也将对 2010 年至 2017 年的

全体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在表 4 的 Panel
 

D 中进行了 DID 统计量

的 T 检验,我们计算出每个城市在(-3,-1)即政策前三年以及(+1,+3)即政策

后三年的 GDP 增速均值,随后计算出 GDP 增速变化,按照实验组和控制组对

GDP 增速变化进行 T 检验,可以发现 DID 统计量即实验组和控制组 GDP 增速

变化的差异为 1. 657%,且该统计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DID 统计量的检验可

以初步说明实验组在政策之后的 GDP 增速更高,即创业水平确实会提高 GDP
增速。

图 2 则展示了(-3,+3)时间窗口内实验组和控制组平均 GDP 增速的变化,
可以发现在政策之前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大致满足平行趋势,甚至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一直低于控制组。 政策之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 GDP 增速发生

明显变化,实验组 GDP 增速由低转高,尤其是 2015 年与 2016 年的 GDP 增速已

经显著高于控制组。 因此,平行趋势图也说明政策之后创业水平增加更多的实

验组其 GDP 增速也更高。 之后,我们将通过双重差分回归进一步对该话题进

行研究,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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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_growthi,t = α + β1Treat × Currenti,t + β2Treat × Afteri,t + β3Currenti,t +

β4Afteri,t + β5Treati,t + Controls + FE + εi,t (2)
其中,我们设置了 Current 和 After 两个哑变量,分别在 2013 年及 2014 至

2016 年时取值为 1,并构造二者与 Treat 哑变量的交叉项。 β1 +β3 和 β2 +β4 分

别表示政策出台当期以及政策出台之后实验组的 GDP 增速变化,β3 和 β4 则分

别表示政策出台当期以及政策出台之后控制组的 GDP 增速变化,因此我们重

点关注 β1 和 β2,即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 GDP 增速变化的差异。 回归结果如

表 5 所示。

表 5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DID 回归(-3,+3)

GDP_growth

(1) (2) (3) (4) (5) (6)

Treat×Current
0. 888 0. 536 0. 739 0. 772 0. 847 0. 787

(0. 69) (0. 42) (0. 63) (0. 67) (0. 82) (0. 89)

Treat×After
1. 657∗ 1. 722∗ 1. 875∗∗ 1. 664∗∗ 1. 934∗∗∗ 1. 767∗∗∗

(1. 82) (1. 90) (2. 24) (2. 04) (2. 64) (2. 81)

Current
-8. 131∗∗∗ -7. 452∗∗∗ -7. 161∗∗∗ -6. 461∗∗∗ -11. 717∗∗∗ -22. 011∗∗∗

(-7. 50) (-6. 86) (-7. 08) (-6. 29) (-12. 05) (-20. 09)

After
-12. 813∗∗∗ -11. 736∗∗∗ -11. 037∗∗∗ -10. 462∗∗∗ -16. 403∗∗∗ -31. 364∗∗∗

(-16. 72) (-14. 87) (-14. 12) (-11. 73) (-18. 42) (-24. 87)

Treat
-0. 885 -0. 925 -0. 934 - -0. 940∗ -

(-1. 37) (-1. 43) (-1. 48) (-1. 70)

Population
-0. 272 0. 929 9. 510∗∗ -0. 269 19. 293∗∗∗

(-0. 39) (1. 12) (2. 06) (-0. 37) (5. 32)

GDP_PC
-1. 088 0. 457 0. 319 1. 180 25. 970∗∗∗

(-1. 18) (0. 42) (0. 14) (1. 23) (12. 18)

GDP_argi
0. 019 0. 021 -1. 650∗∗∗ 0. 164∗∗∗ -0. 111

(0. 45) (0. 42) (-8. 04) (3. 69) (-0. 65)

Unemployment
0. 193 0. 063 0. 342 -0. 204 0. 723

(0. 68) (0. 18) (0. 57) (-0. 67) (1. 55)

Education
-0. 341∗∗∗ -0. 574∗∗∗ -0. 516∗∗∗ -0. 141 -0. 106

(-5. 96) (-4. 14) (-3. 85) (-1. 07) (-0. 95)

Fiscal_revenue
1. 424∗∗ 0. 012 -4. 063∗∗∗ 1. 342∗ 2. 891∗∗∗

(2. 20) (0. 01) (-3. 00) (1. 94) (2. 65)

Loan_to_GDP
-1. 238∗∗∗ -1. 997∗∗∗ -3. 109∗∗∗ -1. 910∗∗∗ -0. 792

(-2. 89) (-4. 15) (-4. 85) (-4. 52) (-1. 54)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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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GDP_growth

(1) (2) (3) (4) (5) (6)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 1176 1117 1117 1117 1117 1117

R-square 0. 41 0. 43 0. 53 0. 62 0. 64 0. 78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通过表 5 可以发现,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是否加入固定效应以及如何

加入固定效应,与 2010 年至 2012 年相比,2013 年的 GDP 增速有所下降,
2014—2016 年则进一步下降。 这与我国近 10 年来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

关,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我国

经济发展的目标也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 β2 显

著为正而 β1 不显著,即 2013 年政策出台当期的实验组和控制组 GDP 增速变化

并无显著差异,而在 2014 年之后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更少而控制组 GDP 增

速下降更多,且系数显著性水平和经济意义均十分显著。 在第 1 列至第 6 列的

设定中,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分别比控制组少 1. 66%、1. 72%、1. 88%、
1. 66%、1. 93%和 1. 77%,分别占到 GDP 增速均值 11. 55%的 14. 37%、14. 89%、
16. 28%、14. 37%、16. 71%和 15. 32%。 因此创业水平增加更多的城市其 GDP
增速也下降更少,同时上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尽可能排除了其他因素影

响,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城市创业水平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3.3　 双重差分分阶段检验

通过前文我们已经发现 DID 统计量为正,即创业水平增加更高的城市其

GDP 增速的下降也更少,图 2 也直观展示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不同年份之间的

差异。 在本节中我们将对(-3,+3)的时间窗口进行细分,通过分阶段检验展示

两组差异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我们参照 Fang
 

et
 

al. (2014)的方法进行如下模型

的估计:
GDP_growthi,t = α + β1Treat × Before -1

i,t + β2Treat × Currenti,t +

β3Treat × After1
i,t + β4Treat × After2 ~ 3

i,t + β5Before -1
i,t +

β6Currenti,t + β7After1
i,t + β8After2 ~ 3

i,t + β9Treati,t +

Controls + FE + εi,t (3)

其中,Before-1、Current、After1 以及 After2~ 3 哑变量分别在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以及 2015 年和 2016 年时取值为 1,交叉项同样由年份哑变量与 Treat 哑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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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乘构造。 我们主要关注 β3 和 β4,即实验组和控制组 GDP 增速在政策之后不

同年份间的差异,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DID 分阶段检验(-3,+3)

GDP_growth

(1) (2) (3) (4) (5) (6)

Treat×Before-1
0. 258 0. 020 0. 202 0. 255 0. 204 0. 231

(0. 21) (0. 02) (0. 19) (0. 27) (0. 19) (0. 25)

Treat×Current
0. 974 0. 720 0. 919 0. 875 0. 918 0. 872

(0. 79) (0. 59) (0. 83) (0. 89) (0. 83) (0. 92)

Treat×After1
1. 157 1. 337 1. 355 1. 444 1. 351 1. 664∗

(0. 93) (1. 09) (1. 23) (1. 48) (1. 23) (1. 77)

Treat×After2~ 3
2. 037∗∗ 2. 172∗∗ 2. 330∗∗ 1. 985∗∗ 2. 337∗∗ 1. 946∗∗

(2. 01) (2. 15) (2. 57) (2. 46) (2. 58) (2. 50)

Before-1
-8. 981∗∗∗ -8. 957∗∗∗ -9. 354∗∗∗ -12. 750∗∗∗ -9. 586∗∗∗ -17. 331∗∗∗

(-8. 62) (-8. 73) (-10. 08) (-14. 53) (-9. 78) (-17. 37)

Current
-11. 124∗∗∗ -11. 034∗∗∗ -11. 523∗∗∗ -16. 631∗∗∗ -11. 766∗∗∗ -22. 060∗∗∗

(-10. 67) (-10. 52) (-12. 01) (-17. 19) (-11. 62) (-19. 63)

After1
-14. 097∗∗∗ -14. 014∗∗∗ -14. 366∗∗∗ -21. 123∗∗∗ -14. 610∗∗∗ -27. 341∗∗∗

(-13. 53) (-13. 36) (-14. 89) (-20. 42) (-14. 31) (-22. 23)

After2~ 3
-16. 662∗∗∗ -16. 148∗∗∗ -16. 852∗∗∗ -24. 700∗∗∗ -16. 684∗∗∗ -31. 475∗∗∗

(-19. 58) (-18. 35) (-19. 25) (-24. 09) (-17. 22) (-24. 27)

Treat
-0. 971 -1. 004 -1. 014 — -1. 010 —

(-1. 36) (-1. 39) (-1. 50) (-1. 50)

Controls No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 1176 1117 1117 1117 1117 1117

R-square 0. 51 0. 54 0. 64 0. 76 0. 64 0. 78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由上述结果易知,与 2010 年和 2011 年相比,之后年份 GDP 增速均有所下

降,且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5 年和 2016 年又较

2014 年有所下降,这也印证了前文提到的我国经济新常态变化。 对于我们关注

的实验组与控制组 GDP 增速差异随时间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政策出台当年

及政策实施第一年两组之间的 GDP 增速下降量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实

施的第 2 年至第 3 年间,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将显著低于控制组,在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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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至第 6 列的设定中,实验组比控制组 GDP 增速的下降量分别少 2. 04%、
2. 17%、2. 33%、1. 99%、2. 34%和 1. 95%,分别占到 GDP 增速均值的 17. 66%、
18. 79%、20. 17%、17. 23%、20. 26%和 16. 88%。 上述结论也与经济逻辑相契

合,因为我们使用-1 年至+1 年的创业水平变化来刻画实验组和控制组,而创业

水平变化的差异反映到 GDP 增速变化的差异需要一定时间,因此两组间的差

异在政策实施的第 2 年至第 3 年间显现。

3.4　 渠道检验

前文通过双重差分检验发现地区创业水平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本部分

将对创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进行检验。 有研究指出创业可以促进知识溢出

(Audretsch,2007),降低知识过滤(Mueller,2006),通过对知识进行商业化开发

实现其经济价值(Acs
 

and
 

Plummer,2005),这也是本文认为创业影响经济增长

的最为重要的渠道。 本部分将使用地区专利数量来衡量商业化知识的数量,专
利数量分为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两个指标,分别记为 Patent1 和

Patent2。 本文认为不论专利最后被授权与否,只要形成专利即意味着知识已经

进行了一定的商业化,有创造经济增长的潜力,因此将对受理量和授权量两个

指标均进行检验,两个指标的检验结果也可以互为渠道检验的稳健性检验。 地

区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指标均来自 EPS 数据平台中的县市统计

数据库①,本部分将专利数量作为因变量,以观测认缴制政策之后创业水平增加

更多的城市是否专利数量增加也更多,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渠道检验(-3,+3)

Patent1 Patent2

(1) (2) (3) (4) (5) (6) (7) (8)

Treat×
Current

0. 258 0. 160 0. 258 0. 152 0. 203 0. 113 0. 198 0. 105

(0. 78) (0. 75) (0. 78) (0. 72) (0. 87) (0. 82) (0. 85) (0. 76)

Treat×
After

0. 606∗∗ 0. 411∗∗ 0. 606∗∗ 0. 407∗∗ 0. 433∗∗ 0. 291∗∗∗ 0. 432∗∗ 0. 288∗∗∗

(2. 46) (2. 58) (2. 45) (2. 55) (2. 50) (2. 81) (2. 49) (2. 77)

Current
-0. 213 -0. 178 -0. 301 -0. 397 -0. 255 -0. 180 -0. 332 -0. 259

(-0. 71) (-0. 91) (-0. 89) (-1. 36) (-1. 19) (-1. 39) (-1. 39) (-1. 35)

After
-0. 722∗∗∗ -0. 604∗∗∗ -0. 743∗∗ -0. 825∗∗ -0. 579∗∗∗ -0. 423∗∗∗ -0. 691∗∗∗ -0. 561∗∗∗

(-3. 11) (-3. 63) (-2. 45) (-2. 45) (-3. 59) (-3. 95) (-3. 30) (-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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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部分省份存在缺失,EPS 中涵盖的省份包括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其中湖南省仅涵盖专利申请受理量,其中个别省份在个别年

份存在缺失。 直辖市专利情况 EPS 中仅涵盖北京市和重庆市,经核对 EPS 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数据完全

一致后,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将天津市和上海市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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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tent1 Patent2

(1) (2) (3) (4) (5) (6) (7) (8)

Treat
-0. 625∗∗∗ — -0. 625∗∗∗ — -0. 462∗∗∗ — -0. 463∗∗∗ —

(-3. 27) (-3. 26) (-3. 50) (-3. 50)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Obs 592 592 592 592 542 542 542 542

R-square 0. 80 0. 93 0. 80 0. 93 0. 75 0. 93 0. 75 0. 93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由表 7 可以发现,不论以专利申请受理量还是专利申请授权量来衡量商业

化知识数量,不论加入省份固定效应还是城市固定效应,以及不论是否加入年

份固定效应,实验组在政策之后的专利数量增量均显著高于控制组,即创业水

平增加更多的城市也增加了更多专利,且其显著性水平和经济意义均十分显

著。 以第 3 列和第 7 列为例,当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时,实验组

的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增加量分别比控制组多 0. 61 万件和

0. 43 万件。 2010 年至 2017 年各市级行政单位每年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

请授权量的平均值为 1. 11 万件和 0. 68 万件,因此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差异达到均

值的 54. 95%和 63. 24%。 以第 4 列和第 8 列为例,当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

固定效应时,实验组的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申请授权量的增加量分别比控制

组多 0. 41 万件和 0. 29 万件,差异分别达到均值的 36. 94%和 42. 65%。 此外,
由表 7 还可以发现实验组在政策前的专利数量较控制组更少,这也排除了实验

组由于专利基数更大引起专利增量更大的可能性。

3.5　 稳健性检验

前文通过双重差分检验、双重差分分阶段检验以及渠道检验等一系列检验

发现认缴制政策之后创业水平增加更多的城市其 GDP 增速的下降量更少,即
创业水平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在本部分我们将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排

除前文中特定处理方法推动了本文结论的可能性,例如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可能

会引起对样本所含城市的选择与操纵、选择-3 至+3 的时间窗口可能会引起对

样本时间区间的选择与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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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全城市样本双重差分检验

前文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以使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其他市级特征更为相近,从
而使实验组和控制组更加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但该方法可能会同时引起样本选

择推动文章结论的担忧,因此在本部分我们将使用不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的样本

对式(2)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表 8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DID 回归(不进行 PS
 

match)

GDP_growth

(1) (2) (3) (4) (5) (6)

Treat×Current
1. 329 0. 622 0. 684 0. 787 0. 670 0. 799

(1. 54) (0. 60) (0. 71) (0. 84) (0. 79) (1. 10)

Treat×After
2. 072∗∗∗ 1. 368∗ 1. 321∗ 1. 121∗ 1. 322∗∗ 1. 109∗∗

(3. 39) (1. 88) (1. 96) (1. 66) (2. 22) (2. 12)

Current
-8. 488∗∗∗ -7. 316∗∗∗ -7. 026∗∗∗ -6. 429∗∗∗ -11. 593∗∗∗ -21. 998∗∗∗

(-13. 51) (-9. 24) (-9. 39) (-8. 24) (-15. 46) (-24. 35)

After
-13. 422∗∗∗ -11. 226∗∗∗ -10. 600∗∗∗ -10. 057∗∗∗ -16. 006∗∗∗ -30. 991∗∗∗

(-30. 19) (-19. 65) (-17. 83) (-13. 94) (-22. 14) (-28. 41)

Treat
-0. 962∗∗ -0. 492 -0. 369 — -0. 240 —

(-2. 23) (-0. 94) (-0. 74) (-0. 55)

Controls No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 2414 1454 1454 1454 1454 1454

R-square 0. 41 0. 42 0. 51 0. 62 0. 62 0. 77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由上述回归结果易知,不论是否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

量及一系列固定效应,认缴制政策之后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均比控制组

更低,第 1 列至第 6 列实验组比控制组 GDP 增速的下降量分别少 2. 07%、
1. 37%、1. 32%、1. 12%、1. 32%和 1. 11%,即创业水平增加更多的城市其 GDP
下降量也更少,支持了前文创业水平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3.5.2　 全时间样本双重差分检验

前文在进行双重差分检验时参照 Fang
 

et
 

al. (2014)的方法选择了-3 至+3
即 2010—2016 年的时间窗口,该方法可以使得政策前后的时间区间更加具有

一致性和对称性,但同时也会引起对样本时间区间的选择问题。 因此,在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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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我们利用 2010—2017 年的完整时间区间对(2)式进行检验,以排除时间区间

选择推动文章结论的可能,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DID 回归(2010—2017 年)

GDP_growth
(1) (2) (3) (4) (5) (6)

Treat×Current
0. 888 0. 563 0. 731 0. 720 0. 815 0. 585
(0. 69) (0. 43) (0. 60) (0. 59) (0. 76) (0. 58)

Treat×After
1. 808∗∗ 1. 811∗∗ 1. 957∗∗ 1. 786∗∗ 1. 984∗∗∗ 1. 738∗∗

(2. 11) (2. 10) (2. 42) (2. 21) (2. 79) (2. 57)

Current
-8. 131∗∗∗ -7. 590∗∗∗ -7. 456∗∗∗ -6. 852∗∗∗ -11. 681∗∗∗ -18. 318∗∗∗

(-7. 47) (-6. 92) (-7. 20) (-6. 39) (-11. 71) (-15. 72)

After
-12. 190∗∗∗ -11. 208∗∗∗ -10. 975∗∗∗ -10. 621∗∗∗ -13. 020∗∗∗ -23. 733∗∗∗

(-16. 93) (-14. 93) (-14. 42) (-11. 94) (-14. 12) (-17. 46)

Treat
-0. 885 -0. 883 -1. 045 - -1. 036∗ -

(-1. 37) (-1. 35) (-1. 62) (-1. 83)
Controls No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Obs 1344 1276 1276 1276 1276 1276
R-square 0. 37 0. 38 0. 47 0. 54 0. 60 0. 68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由上述回归结果易知,不论对 2010 年至 2016 年还是 2010 年至 2017 年进

行双重差分检验,均可以得到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在表 9 中第 1 列至第

6 列的设定之下,认缴制政策之后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均比控制组更低,
下降量分别少 1. 81%、1. 81%、1. 96%、1. 79%、1. 98%和 1. 74%,同样排除了时

间区间选择推动文章结论的可能。

3.5.3　 替换抽样方法或变量定义

本部分将进行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改变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使用

GDP 替代人均 GDP 衡量经济水平、使用科教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替代省级大

专及以上人口比例衡量教育水平、使用财政支出代替财政收入衡量政府规模

等。 受限于篇幅,本部分将仅在表 10 中展示包含控制变量、包含年份固定效应

以及包含省级或市级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第 1 列和第 2 列是将倾向得分匹配中的有放回匹配替换为无放回匹配,该

匹配方法会使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其他市级特征差异稍大。 回归结果表明,
无放回匹配下政策后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仍比控制组更低,下降量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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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DID 回归(抽样调整)

GDP_growth

无放回抽样 改成 GDP 改成科教占比 改成财政支出

(1) (2) (3) (4) (5) (6) (7) (8)

Treat×
Current

0. 702 0. 451 0. 475 0. 439 0. 506 0. 502 0. 545 0. 513

(0. 77) (0. 56) (0. 44) (0. 50) (0. 50) (0. 59) (0. 56) (0. 62)

Treat×
After

1. 482∗∗ 0. 969∗ 2. 862∗∗∗ 1. 849∗∗∗ 1. 488∗∗ 1. 300∗∗ 1. 142∗ 0. 987∗

(2. 28) (1. 68) (3. 79) (2. 92) (2. 07) (2. 13) (1. 65) (1. 68)

Current
-11. 766∗∗∗ -22. 370∗∗∗ -11. 084∗∗∗ -23. 453∗∗∗ -11. 367∗∗∗ -21. 721∗∗∗ -11. 768∗∗∗ -22. 853∗∗∗

(-14. 90) (-22. 15) (-10. 94) (-21. 36) (-11. 90) (-20. 68) (-12. 74) (-21. 36)

After
-15. 955∗∗∗ -31. 418∗∗∗ -16. 992∗∗∗ -33. 981∗∗∗ -15. 980∗∗∗ -31. 253∗∗∗ -16. 490∗∗∗ -33. 029∗∗∗

(-20. 31) (-25. 42) (-18. 60) (-27. 90) (-19. 13) (-26. 52) (-18. 43) (-25. 16)

Treat
0. 077 — -0. 769 — -0. 005 — -0. 145 —

(0. 16) (-1. 37) (-0. 01) (-0. 2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1184 1184 1108 1108 1127 1127 1165 1165
R-square 0. 63 0. 76 0. 64 0. 79 0. 64 0. 78 0. 63 0. 78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少 1. 48%和 0. 97%,即匹配方法不是推动本文结论的原因。 第 3 列和第 4 列是在

控制变量中用 GDP 替代人均 GDP 来衡量区域经济水平,该处理方法的调整涉及

到倾向得分匹配及之后的双重差分回归。 回归结果表明,使用 GDP 衡量经济水

平时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仍比控制组更低,下降量分别少 2. 86%和 1. 85%。
第 5 列和第 6 列是在控制变量中使用科教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替代省级大专及

以上人口比例来衡量教育水平,该变量调整同样涉及到倾向得分匹配及之后的双

重差分回归。 回归结果表明,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仍比控制组更低,下降量

分别少 1. 49%和 1. 30%。 第 7 列和第 8 列是在控制变量中使用财政支出代替财

政收入衡量政府规模,实验组的 GDP 增速下降量仍比控制组更低,下降量分别少

1. 14%和 0. 99%。 上述回归结果同样印证了文章结论的稳健性。

3.6　 工具变量检验

除双重差分检验之外,本文也将通过工具变量检验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影

响。 毕青苗等(2018)使用市级层面的数据研究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进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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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其中核心自变量为市级是否成立行政审批中心,在工具变量法中使用

省级平均的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率作为核心自变量的工具变量。 Zhang
 

et
 

al.
(2016)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金字塔层级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其中核心自变量

为企业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层级数量,在工具变量法中使用行业平均的金字塔

层级作为核心自变量的工具变量。 因此,本文参照上述文献,同样计算出省级

层面平均的创业水平指标,并将该指标作为市级层面创业水平的工具变量。 省

级平均的创业水平可以反映出省级层面整体的创业政策、创业机会与创业氛围

等因素,这些因素与市级层面的创业水平呈现正相关,但对市级层面的经济增

长的直接影响较小,市级层面的经济增长对于省级整体的创业水平影响也较

小。 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地方创业水平与地方经济增长的 IV 检验

Entrepreneurship GDP_growth

(1) (2) (3) (4)

Pro_Entrepreneurship
1. 033∗∗∗ 1. 020∗∗∗

(4. 63) (4. 23)

Entrepreneurship( IV)
9. 357∗∗∗ 4. 831∗∗∗

(3. 99) (3. 08)

Population
-0. 088 -0. 139 0. 793 14. 414∗∗∗

(-0. 84) (-0. 21) (0. 67) (3. 33)

GDP_PC
0. 017 -0. 211 0. 870 15. 796∗∗∗

(0. 13) (-0. 64) (0. 61) (7. 23)

GDP_argi
0. 009 0. 025 0. 016 -0. 230
(1. 52) (1. 01) (0. 23) (-1. 38)

Unemployment
-0. 046 -0. 014 0. 269 0. 971∗∗

(-1. 05) (-0. 19) (0. 54) (2. 03)

Education
-0. 012 -0. 015 0. 018 -0. 039
(-0. 62) (-0. 76) (0. 09) (-0. 29)

Fiscal_revenue
0. 049 0. 240 0. 226 1. 448
(0. 48) (1. 25) (0. 20) (1. 02)

Loan_to_GDP
-0. 033 -0. 031 -0. 517 -0. 795
(-0. 56) (-0. 32) (-0. 80) (-1. 24)

Constant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City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Obs 1664 1664 1664 1664
R-square 0. 45 0. 52 0. 48 0. 80
CD-F 21. 46 17. 87

　 　 注:∗∗∗、∗∗和∗分别代表 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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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的第 1 列和第 2 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第 3 列和第 4 列为第二阶

段回归结果。 其中,第 1 列和第 3 列控制省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 2 列

和第 4 列控制市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可以发现分别控制省级和市级

固定效应时,省级层面的创业水平每增加 1 倍,则市级层面的创业水平将分别

增加 1. 03 倍和 1. 02 倍。 同时,在工具变量法下分别控制省级和市级固定效应

时,城市创业水平每增加一倍,则城市 GDP 增速将分别增加 9. 36%和 4. 83%,
分别占到 GDP 增速均值 11. 55%的 81. 04%和 41. 82%。 上述回归结果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且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 因此,城市创业水平会显著促进经济

增长,与文章主体结论一致。

4　 结论

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创业政策以希望推动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聚焦

于创业与经济增长这两个重要议题,研究城市创业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通过启信宝获得各市级行政单位每年的创业企业数据,通过公开的宏

观数据库获得 GDP 增速以及其他可能影响 GDP 增速的指标。 为了克服 OLS
检验在识别因果方面的不足,本文选取实缴制改成认缴制政策作为外生冲击,
对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双重差分检验,研究认缴制政策引起的创业

水平变化之后的 GDP 增速变化,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拟自然实验。 本文将政

策前后创业水平增加较大和增加较小的城市分别确定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并根

据政策前的其他市级特征将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使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

双重差分检验,进而得到创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之后,本文进行了双重差

分分阶段检验,以比较创业对经济增速的影响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本文还探究

了创业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并找到了创业能够促进知识商业化开发以实现其

经济价值的证据。 随后,文章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排除本文结论是由

特定的数据处理或变量定义方法所推动的可能性。 最后,本文也通过工具变量

检验进一步证明了城市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学

术角度来讲,本文首次利用外生的认缴制政策来对创业与经济增长进行双重差

分检验,以更好地识别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使用的中国市级行政

单位的全样本创业数据也相较于之前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后续的分阶

段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则使得整个框架更丰富、更完整。 因此本文的工作有助于

补充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并为之后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从实践角度

来讲,文章结论肯定了认缴制政策等创业政策的价值和意义,也可以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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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之后制定相关创业政策时提供参考,以促进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健康

发展。

附录

附表　 描述性统计(对数处理之后)

N Mean Std. P1 P5 P25 Median P75 P95 P99

GDP_growth 2754 11. 55 9. 02 -19. 15 -1. 34 7. 19 10. 90 16. 92 25. 04 32. 42

Entrepreneurship 2944 9. 37 1. 51 4. 54 6. 65 8. 71 9. 50 10. 19 11. 58 12. 69

Population 2466 5. 69 0. 88 3. 01 3. 90 5. 34 5. 80 6. 28 6. 83 7. 38

GDP_PC 2668 10. 52 0. 61 9. 11 9. 56 10. 11 10. 48 10. 93 11. 54 11. 89

GDP_argi 2736 13. 62 8. 74 0. 59 2. 06 6. 93 12. 84 18. 62 28. 97 42. 48

Unemployment 2084 3. 08 0. 74 1. 22 1. 82 2. 50 3. 14 3. 67 4. 11 4. 31

Education 2960 10. 30 3. 41 4. 73 6. 31 8. 00 9. 67 11. 94 16. 25 19. 11

Fiscal_revenue 2310 4. 61 1. 07 2. 52 3. 05 3. 91 4. 51 5. 21 6. 51 7. 72

Loan_to_GDP 2307 0. 90 0. 57 0. 29 0. 40 0. 58 0. 74 1. 01 1. 97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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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c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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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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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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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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